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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文明的政策实践与农民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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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农民是乡村振兴的最终受益者和参与者。 乡风文明

是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之一,本研究从农民的感知、参与和评价考察乡风文明建设行动

的政策实践以及农民对乡风文明的整体认知和角色分工。 研究发现,农民理解的乡风

文明与政策话语中的乡风文明在核心要义、行动路径、对象主体等方面存在偏差,这种

偏差导致乡风文明建设行动与农民期待目标不匹配,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的实践困

境。 这提醒我们,乡村振兴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从农民视角出发,重视传统乡村社会

价值观念系统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充分认识和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将立足乡

村文化的社会建设作为实现乡风文明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摇 农民视角; 乡风文明; 乡村振兴; 社会建设; 乡村文化

[基金项目] 摇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2TC061),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
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2021AC033)。

[作者简介] 摇 唐成玲,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陈摇 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胡摇 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

摇 摇 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

略,乡风文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做好“三农冶工作的重要要求之一。 进入新时代,乡
风文明因承担起乡村振兴的“铸魂冶使命而成为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
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冶(习近平,2019)。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风

文明冶的提出,拓展了乡风文明的内涵和外延,是新时代乡村发展的内在要求,将为

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撑。
目前,已有研究者就乡村振兴视角下乡风文明的价值定位、发展瓶颈和推进路径

等方面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论述。 关于乡风文明的价值定位,研究者多认为其目的是

实现农民群体的现代性转换(米华,王永,2021),核心是引领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精神

文明建设(徐越,2019),重点内容是消除农民精神贫困(韩广富,刘欢,2020)。 于乡

村振兴而言,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水平和程度的外显,具有政治性、导向性、人民性、
人文性特征(高洪洋,2019),能够为乡村振兴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争取农民的

广泛支持。 关于乡风文明的发展瓶颈,主要表现为文化困境和组织困境两个维度。



乡村文化是夯实乡风文明的基础,但目前传统文化遗失(赵璐,2021)、乡土文化断

层、乡村价值危机、乡村文化秩序失衡(刘志刚,2019)、伦理道德异化(许婕,张磊,
2019)、不文明乡风泛滥(徐学庆,2018)等文化困境成为乡风文明的制约因素。 此

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能力弱、农民参与积极性低、农民的“去主体性冶(吴重庆,张慧

鹏,2018)等组织困境也阻碍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有效开展。 面对以上制约因素,研
究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推进路径。 关于文化困境,研究者充分肯定乡村文化的价值,提
出了构建适宜乡村传统文化,包括伦理文化、乡贤文化、传统文化中的法治文化等发

展的社会场域(宋才发,2020);实现文化嵌入(唐兴军,李定国,2019);因地制宜推进

移风易俗(韩俊,2019);建立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的乡土文化教育体系(高
维,2018);从制度文化供给的路径进行制度重构形成情感、道德、制度认同的共同体

(姜姝,2018)等推进途径。 关于组织困境,研究者提出了运用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

织的社群治理功能(魏程琳,2022);通过政治、价值、组织和法治引领加强党建引领

(于健慧,2022);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激发农民参与热情(汪盛玉,2019);推进乡风文

明建设与城乡新型社区建设(林聚任等,2018)等推进方向。
研究者的看法对乡村振兴有指导意义,不仅厘清了理论背景下乡风文明的价值

内涵,也从实践维度提出乡风文明面临的瓶颈和可能的推进路径。 然而,现有研究大

多停留在对政策文本的解释层面,对乡风文明行动的具体实践探讨不足。 此外,乡村

振兴的最终目标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由此,在推进乡村

建设和促进乡风文明的过程中,了解农民的实际需要非常必要。 本研究以河北、浙
江、山东、陕西和湖南五省的 10 个村庄调研为基础,通过分析 529 份农民问卷,辅以

定性研究资料,一是分析农民对乡风文明的总体认知;二是从农民的感知、参与、评价

出发,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中擘画的乡风文明建设行动(加强

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在乡村的具体落实

情况;三是剖析和理解农民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认知与角色分工。 在此基础上,提
出有助于加强乡风文明建设的建议,为乡风文明的有效落实提供参考。

一、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

辨析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是探讨乡风文明建设行动实践效果以及优化路径的

重要指标。 本研究首先对开放题“您认为怎样才算是乡风文明冶的回答结果进行判

断和归类。 529 份问卷去除 5 份无效问卷后,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对政策话语不了解

等原因,有 96 位农民表示“不知道冶“不懂冶“说不出来冶乡风文明的内涵,有 25 位农

民用“现在就很好冶“本村已实现冶等对比的方式进行回答。 剩余 403 位农民对乡风

文明的内涵进行了具体阐释。 为更清晰地展现农民对乡风文明的具象化理解,本部

分只针对 403 位农民的回答内容进行判断和分类。 分析发现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

具体可概括为精神、物质、文化组织和活动、干部群体品格和作风四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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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精神层面理解乡风文明

有 70郾 3% 淤的农民从精神层面理解乡风文明,认为乡风文明可以分为消除不良

风气和培育良好家风民风两个维度。 一方面,农民认为消除赌博、打架斗殴、偷盗、家
庭暴力等社会不良风气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底线任务。 例如很多农民提到,“也不是

说非得搞得轰轰烈烈的才是(乡风文明),保持平淡的、没有那些危害风气的也是一

种乡风文明冶。 另一方面,农民普遍认为家庭和睦、邻里风气好等良好家风民风是实

现乡风文明的根本表现。 首先,农民之间需要构建平等、互惠的网络关系。 例如“乡
风文明就是大家和和气气,不要因为一些小事争得脸红脖子粗冶“乡风文明就是人与

人互相帮衬,心比较真诚,不要钩心斗角、趋炎附势冶。 此外,在稳固社会关系的基础

上还需组建社会组织、构筑公共空间,发挥乡村精英的社会调解能力,推动乡村共同

体的形成。 例如有农民谈道,“乡风文明就是邻里和睦,党员干部、退休教师等发挥

表率作用冶“乡风文明就是干什么都一条心,几匹马分不同方向拉,什么都办不好冶。
总之,精神层面的社会风气是农民理解乡风文明的主要维度,既包含消除不良风气的

底线思维,又包含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形成乡村共同体从而营造良好家风民风的发展

方向。
(二)从物质层面理解乡风文明

有 12郾 8% 于的农民从物质层面理解乡风文明,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冶,农民

认为物质基础提升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基础条件,主要包含农民个人家庭物质财富增

长和村容村貌提升两个维度。 一方面,农民认为乡村的很多矛盾因物质条件匮乏引

起,随着个人家庭物质基础的提升,乡风文明自然提升。 例如不少农民谈道,“现在

大家不愁吃、不愁喝,自然就乡风文明了冶“只有条件好了,文明等级才能提高冶“大家

钱多了,矛盾也就少了冶。 另一方面,农民认为硬件设施齐全、环境卫生好等村容村

貌的整体提升是乡村物质基础提升的外显。 农民谈道,“乡风文明就是搞好卫生,环
境干净,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冶。 乡风文明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但农民却从物

质文明的角度对乡风文明进行解读,充分说明了物质基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辩证关

系。 在乡风文明的推进过程中应充分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物质条件的提升

夯实乡风文明的基础。
(三)从文化组织和活动层面理解乡风文明

有 9郾 0% 盂的农民从文化组织和活动层面理解乡风文明,认为组建乡村文化组

织、开展丰富文化活动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可尝试路径。 农民对文化组织和活动的期

待表现了在空心化、老龄化村庄背景下农民对热闹的村庄氛围、充满活力的村庄社会

的向往。 例如有农民提到“乡风文明要多做活动,如家风建设、文化下乡等,(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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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1 人从两个层面做出了回答,因此共有 444 人次有效答案,其中有 312 人次从精神层面理解。
444 人次中有 57 人次从物质层面理解。
444 人次中有 40 人次从文化组织和活动层面理解。



活动)做出来,乡风文明就出来了,(这是)看得到的改变冶“多做活动,村子才有活力,
现在太冷清冶。 文化组织和活动是乡村文化治理的载体,农民的期待正在于其具有

营造村庄氛围,凝聚人心的文化治理功能。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调研中,部分农民认

为已有文化组织和活动并没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例如有农民提到“要把文化

广场用起来,别形式化冶“像放电影这种活动没必要组织,没人想去看冶。 可见,在乡

村中,文化组织和活动并未完全契合农民对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的实际需要,文化组

织和活动背后的治理功能并未完全发挥。 在乡风文明的推进过程中应进一步探索影

响文化组织和活动治理功能发挥的因素和实践机制,激发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从而

实现乡风文明的精神文明建设目标。
(四)从干部群体品格和作风层面理解乡风文明

有 7郾 9% 淤的农民从干部群体品格和作风层面理解乡风文明,认为干部群体良好
的品格和作风是实现乡风文明的价值引领。 农民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冶,干部做事

不公平、形式主义、不作为等行为都是乡风不文明的体现,极大影响了乡村风气,唯有

村干部起好模范带头作用,才会引导村风向好发展,实现乡风文明的发展目标。 例如

农民说,“干部好,老百姓就好,风气也就好冶“干什么都得讲关系,这对于老百姓来说

就非常不公平,更别提什么给面子、讲形象之类的东西冶“乡风文明,干部带得好就有

文明冶。 值得注意的是,乡风文明对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韩俊,
2019),党员干部在乡风文明中起着模范带头作用,乡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团结群众

的基层战斗堡垒作用。 总之,农民将基层干部群体的品格和作风视作乡风文明的风

向标,干部群体的优良作风是实现乡风文明的价值引领。
综合来看,农民对乡风文明内涵的理解更多的是延续传统乡村中仁义礼智信等

道德价值标准,遵循的是乡土逻辑,强调乡村干部、乡贤、家庭长辈等以身作则、率先

垂范,强调在乡村消除不良风气,营造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最终在农民之

间形成一种紧密、和谐、平等的共同体关系。 此外,在乡风文明的实践路径上,农民认

为物质基础的提升是实现乡风文明的基础条件,农民个人家庭财富积累和村庄物质
基础的提升能规避部分结构性矛盾从而促进乡风文明。 丰富的乡村文化组织和活动

是推进乡风文明的可尝试路径,具有营造村庄氛围,凝聚人心的文化治理功能,但形

式和内容上要更契合农民的实际需要,才能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乡
村干部群体的品格和作风是农民眼中乡风文明建设的风向标,其良好的品格和作风

是实现乡风文明的价值引领,在乡村实践中亟须加以重视。

二、农村思想道德建设

随着乡村社会结构的快速变化,农村的思想道德建设日渐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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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伦理规范和准则也受到市场伦理的侵蚀,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农民还是构成乡

村共同体最小单元的农民家庭都面临道德迷失和异化的问题(邹雨轩等,2009),不
利于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将“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冶列为乡风文明建设的第一项重点工作。 农民是乡

风文明的主要践行者,为真正实现新时代思想道德理念内化于其心、外化于其行,农
村思想道德建设实践的关键环节在于与农村社会的传统伦理道德相结合,从而转化

为农民心中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石文祥,赵潜,2019),激发农民的自觉意识、责
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进而成为乡风文明的重要内驱力。

(一)现代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形冶“神冶分离

伴随着农村的现代化转型,农民群体也面临着身份的现代性转换。 为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和能力水平、倡导科学文明生活,各地纷纷开展了思想政治教育、民主法治

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科普教育等现代公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调研发现,参与过思

想政治教育、民主法治教育、道德规范教育、科普教育四种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农民

数量占比差别不大,分别为 75郾 2% 、79郾 9% 、68郾 7% 、67郾 1% ,可见当下思想道德教育

活动在农村已较为普及,大多数农民都表示参加过此类活动。 就思想道德教育活动

的必要性而言,有 77郾 9%的农民认可此类活动之于村庄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增

量和优化需求,如有农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有利于“提高村民素质和思想认识冶
“应该增加举办频率冶;民主法治教育活动能够“祛除陈旧思想冶、认为“农村很需要法

律知识冶,希望加强手机防诈骗宣传、消防安全宣传以及多利用广播车等宣传方式;
道德规范教育活动有利于“树立典范冶“树立孝敬老人、助人为乐、勤劳的风气冶,应该

加强评比类活动;科普教育活动有利于帮助他们掌握多种技能,希望增加技术培训活

动的数量和单次持续时间。
总体而言,农村广泛开展的个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在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和素质

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农民在认可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此类活

动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落实和执行。 就活动形式而言,由于大部分活动

是以开会听讲座的形式举办,会完即散,难以发挥持续性和激励性作用,因而有农民

表示“这些东西太虚,没有意义冶“光听没用,要实际行动冶。 就面向对象而言,部分活

动因设置门槛而缩小了受惠群体的范围,如有小农户表示技能培训活动“目前只针

对生产大户,建议增大覆盖面与实用性冶,非贫困户表示“只有贫困户经常有冶。 就活

动内容而言,由于大部分活动都是既定的,未考虑到村庄常住人口结构和农民实际需

求,因而有农民表示“年轻人都不去,就剩老脑袋有什么用冶 “有技术培训但效果不

大,不是农民需要的冶。 由于地方的具体落实方式与农民的需求和期待产生了偏差,
现代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建设呈现出“形冶“神冶分离的特征。

(二)传统伦理道德的思想教化作用未被激活

传统伦理道德是乡村社会重要的行为和价值遵循,也是维系乡村社会基本秩序

的纽带。 移风易俗和家风建设是近年来各地规范和弘扬传统伦理道德以推进乡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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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主要行动举措。
从规范传统风俗的角度,移风易俗行动在乡村全面铺开,旨在移除奢侈浪费、盲

目攀比等不良社会风气,遏制红白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陋习,通常由红白理事会进

行宣传、执行和监督。 就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而言,78郾 2%的农民认为有必要。 不过,
由于民俗信仰与观念具有建构和打破并重组乡村社会秩序的双重性(宣朝庆,郝光

耀,2018),因此农民对待乡村风俗也有不同的态度,一部分农民认为移风易俗可以

避免农民间因攀比造成借款、赌博等其他社会不良风气,“没钱的人为争面子可能借

款都要搞,不搞大,人家会说不孝顺,这种风气不好冶;一部分农民则认为儿女为其举

办盛大寿宴是其最为重要的生命仪式,属于家庭私事范畴,不同的社交圈、家庭条件

有不同的办事规格,政府不应该过度干涉;也有一部分农民认为“红白事不能大操大

办,但是不能去掉,还是要有一定的风俗习惯冶。 作为政府话语的“移风易俗冶实际上

与农民所认为应该“移冶和“易冶的风俗存在分歧,政府大刀阔斧式的强制性移风易俗

实际上于农民而言可能反而剥离了凝含在部分风俗中的人情味儿,加剧人与人之间

的距离和冷漠。 一味地“移除冶部分乡村传统风俗,可能也随之切断了蕴含其中的伦

理道德纽带,不利于营造和谐乡风和提升乡村凝聚力。
从弘扬优秀家风的角度,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家风建设行动,主要包括建设

祠堂、设立家风家训、文明评比等。 例如,陕西某县要求每个村庄组建一支新时代农

民宣讲队、发展一个民风积分爱心超市、每户悬挂一个新民风“中国结冶、每季度开展

一次道德评议、公布一次善行义举榜、每年评选一次自强标兵。 就家风建设的必要性

而言,85郾 9%的农民认为家风建设对于乡村文化振兴十分重要,并主要从家风建设在

规范行为、示范传承、和谐社会方面的作用阐述其必要性。 第一,家风作为个人行为

的隐性约束性规范,能够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仍存在的不孝顺老人、婆媳不和、相互攀

比、打架斗殴、邻里不和等不良现象,开展家风建设是农村社会的现实需求。 第二,家
风建设具有示范传承作用,对下一代的期待能激励农民做好家风建设。 如很多农民

谈道,“(家风建设)有必要,一代传一代的,以身作则,如果这一代做不好,下一代肯

定做不下去的冶。 第三,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的规范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

础。 农民将家风视为不成文的规定,认为家风评比具有监督效用,有助于形成尊老爱

幼、互敬互爱的家风民风,而良好的家风民风是每个人在社会立足的基本品德,是社

会和谐、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有农民谈道,“国家也是依靠家风,有了好的家风,社
会才会平安冶。 然而,农民也反映地方在培育良好家风的过程中也存在问题。 目前各

地所开展的家风建设活动多以评比“星级文明户冶“文明家庭冶的形式开展,其初衷本是

以树榜样的方式培育良好家风,但很多农民表示目前的村庄评比由于没有做到公平公

正反而导致村庄矛盾升级,有农民抱怨“这种评比并不公平,形式主义,文明户其实并不

文明,这不是教人学坏嘛冶,除此之外,也有农民认为评比与奖励的形式异化了家风建设

的目标,认为“评比反而会导致性质改变冶“家庭事情不需要什么评比冶。
总体而言,无论是蕴含在乡村风俗中还是植根于优秀家风的传统伦理道德,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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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而言都深刻地影响着其社会交往和生活实践,也凝聚着农民的价值认同。 然而,一
方面由于政府和农民对“移什么风、易什么俗冶的标准存在分歧,移风易俗行动可能

无意间也移除了凝聚农民、和谐乡村的伦理道德纽带;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家风建设

行动的形式化特征明显,使得弘扬优秀家风的目标消解在形式之中,未能激活优秀家

风本应起到的思想教化作用。
综合来看,首先,农民对现代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和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与弘扬都

持高度认可的态度,但对其必要性的阐述存在差别。 对于外部嵌入的现代性思想道

德教育,农民更加认可其在提升个人素质、约束个人行为的重要作用,能够赋予传统

农民以“现代公民冶之形表;对于内生的传统伦理道德,农民能够认识到其在个人行

为、家庭凝聚和社会和谐多层面的重要作用,深切理解其作为农民乡村生活实践的精

神内核的重要地位。 其次,由于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实践形式与农民的认知和需求存

在偏差,现代公民思想道德教育建设实践呈现出“形冶“神冶分离的特征,传统伦理道

德或是消失在无意的“规范冶中,或是被实践形式所异化,而未能激活其原本所具有

的思想教化作用。

三、乡村传统文化建设

中国的乡村传统文化既包括农耕技术、农业遗产、传统技艺等文明成果,也涵盖

植根于农耕文明土壤的一整套价值、情感、知识和趣味文化系统(刘忱,2018),承载

了一代代人的集体记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也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当下,乡村

传统文化式微、农民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孙庆忠,2018)已成为普遍共识。 为此,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提出要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包括农耕文

化传承保护、乡村文化技艺传承、乡村史志修编等,既是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乡

村文化振兴提供智力支持,更重要的是能够唤起农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

实现乡村共同体的重建。
(一)传承保护农耕文化的农民主体性式微

立足农耕文化的客观发展现状,有 32郾 8%的农民否定了开展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的必要性,认为目前村庄已经基本不存在农耕文化,即使存在也比较零散,或是认为

农耕文化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不再有保护的必要。 有 67郾 2%的农民认为有必要开

展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大部分农民提及其对后辈的教育作用,如“忆苦思甜,让后辈

知道冶“让年轻人记得文化传统冶等。 除此之外,农民也认为农耕文化具有纪念意义,
是文明的见证,“以前怎么样,留下还有个印象,老东西放在那里,看看也是舒服的冶,
保护好农耕文化是“不忘初心的体现冶。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一部分农民认可农耕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但从其具体

阐述来看,他们从与自身的关系出发,认为自己不需要承担农耕文化保护的责任,如
有农民谈道,“农耕文化保护没有什么利益,跟农民没关系冶“有必要保护,但是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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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无关,与我们无关的我们不会去干冶,他们将政府视作农耕文化保护的主体,“不用

说,政府都会保护冶。
可见,尽管大多数农民肯定传承保护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自

身在其中可发挥的主体性作用。 受商业化、功利化思维的影响,他们也不愿意为没有

经济利益的传承保护行动做出个人努力。
(二)乡村文化资源认知的经济价值取向凸显

农民普遍表示有必要进行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与传承,认为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特

色,具有发展潜力和社会价值,应该持续做好保护与传承工作,“像一种传承一样,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冶。 同时,农民也表达了对乡村文化资源挖掘与传承的担忧。
随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范逐步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取向,而乡村文化资源的文化价

值又难以转变为同等的经济价值,农民认为目前乡村文化资源主要面临缺乏市场和

传承两个发展瓶颈。 在市场方面,农民认为乡村文化资源的可替代性强,将其定义为

“锄头的手艺冶,传统工艺被现代化技术替代是大势所趋,传统手工艺人也逐渐被市

场淘汰,“本身有手艺的,都找不到事干,都出去打工了冶。 同时,由于目前村庄存续

的一些文化技艺传承比较零散,手工艺人之间缺少合作,也没有形成合力,难以形成

市场竞争力。 在传承方面,基于乡村文化资源的市场基础薄弱,其能带来的经济收益

低,难以成为农民的主要生计手段。 农民谈道,“靠传统手工艺吃饭很难,除非自己

有兴趣冶,迫于生计压力和时间精力,大多手工艺人退出了该行业。 也正因此,传统

文化技艺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传统文化技艺常以学徒制为传承手段,但现在年

轻人不愿意学习。 例如,陕西部分村庄擅长竹篾编织的民间技艺能人表示,“老手艺

好,问题是留不下来冶“现在都没人做了,老一辈会手艺的都 70 多了冶;再如河北擅长

古建筑修复的农民谈道,“年轻人不愿意学古建手艺了,风吹日晒受不了这个罪冶。
乡村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低是农民的普遍共识,而在生计压力的影响下,这样的

经济价值取向又消解了农民主动参与挖掘和保护乡村文化资源的动力,再加之缺乏

资金支撑,农民由此认为只有国家和政府通过外在手段干预才有可能保护好乡村文

化资源。
(三)乡村史志汇编修编的基础资源缺失

农民从现实和未来两个维度思考乡村史志汇编修编的必要性。 从现实角度出

发,农民认为村史可以让村民了解村庄内部的伦理秩序,有利于增强村民对村庄的归

属感,继承和弘扬优秀家风、村风。 比如,湖南的一位农民认为“村史档案的工作可

以帮助村民更好地了解村庄历史,增强归属感,但这项工作往往被大家忽视。 我觉得

未来的乡村振兴,应该多关注这些东西冶。 从未来角度出发,农民认为村庄的发展历

程是值得被记载的,通过编写村史,可以记录村庄的变化,让后人铭记。 比如,河北的

一位农民说,“我觉得这个忒有必要,为什么呢? 起码能够让下一代(后代)看见我们

做过什么,不论好坏,有个记录的作用冶。 尽管如此,也有不少农民指出了乡村史志

汇编修的现实困境,一是缺乏内容和素材,如河北一位农民表示自己所在村庄没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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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古迹或名人轶事,“没必要,没什么好写的冶;二是缺乏编撰的人力、物力,如有农民

表示“有必要,没坏处,但是谁来搞啊冶“费力费钱冶,认为“这种事都是村干部决定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冶。

综合来看,农民虽深知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传承价值,但并不认为他们是

乡村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责任者。 农民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该投入资金、人力和物力

承担乡村传统文化保护的主体责任。 此外,虽然部分农民想要传承或保护乡村传统

文化,但迫于生计压力或技术难题,往往难以有所成效,表现出农民在乡村传统文化

保护中的无力与无奈。

四、乡村文化生活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将“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冶定位为乡风文明的

第三项重点工作,其中特别强调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加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

给、广泛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可见国家已经形成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行

动。 本研究专门就农民视角下的乡村文化生活展开调研,发现其主要呈现三点特征。
(一)农民对公共文化活动有强烈需求

乡村公共文化活动主要包括节日或民俗活动(重阳节、丰收节等)、公共文艺活

动(戏曲、广场舞、外来演出等)、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及其他集体活动(饺子宴、流水席

等)。 通过对以上四类活动在村庄的开展情况以及农民的相关认知进行调查,发现

农民具有较为强烈的公共文化活动需求。 首先,农民认为他们的私人休闲及娱乐生

活整体较为单一和匮乏,以看电视、玩手机、串门聊天为主,参加广场舞等文艺活动、
旅游参观、打牌打麻将、读书看报等暂未成为农民休闲生活的主流。 在这样的背景

下,公共文化活动可以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文化活动的开

展对于老年人尤其重要,因为与年轻人相比,大部分老年人不会玩手机,且缺少与人

交流、娱乐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文化活动对老年人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例
如有村民表示“老人有了娱乐方式,村里经常可以看到几十个老人聚在一起冶。 其

次,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是在为人与人之间的重新联结创造机会,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村庄氛围,增强村民之间的团结性,例如有农民表示,“村里人生活太单调,要借此活

跃氛围冶“很多人参加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大家能聚到一起闲聊天,可以找回原来的集

体记忆冶。 可见,于农民而言,他们期待的不只是公共文化活动本身,更为重要的是

伴随公共文化活动而来的联结与团结(冯仕政,2021)。
(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匹配

与城市相比,乡村文化生活较为匮乏。 随着国家对乡村的支持政策越来越多,国
家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来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然而,调研发

现,相关服务存在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并未满足农民差异化的公共文化产品需求。 首

先,在公共文化设施方面,虽大部分农村已基本配备公共文化设施,但普遍存在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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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量低和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农民表示自己虽有意愿使用公共文化设施,但
其离自家住房较远,无法随时前往。 其次,在公共文化产品内容方面,一方面公共文

化产品内容与时代发展脱节,主要表现为在村人口以老年人为主,文化水平有限,且
农民多选择通过电视、手机等方式获取新知识,对农家书屋等现有公共文化服务的需

求较低;另一方面已有公共文化产品未能满足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日益差异化的

发展趋势,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电影下乡中。 电影下乡的低参与率是农村的普遍现

象,有农民表示“放电影很没必要,年轻人在手机上就能看(电影),(目前播的这些电

影)跟老年人也有代沟冶“电影下乡没人去看,根本没有必要举办冶。 再次,在村庄公

共文化活动方面,存在内容形式单一、供给数量不足的问题。 调研数据显示,村民对

村庄开展节日或民俗活动、公共文艺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的感知

比例分别只有 24郾 2% 、65郾 9% 、12郾 8% 和 8郾 8% ,远低于群众 62郾 3% 、79郾 1% 、57郾 2%
和 47郾 3%的需求比例。 虽然部分村庄开始重视特色节日活动,比如,湖南和陕西的

一些村庄都借助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开展文艺演出、集体宴会等聚集性

活动,但是更具特色的群众自发性文化活动仍然很少,调研的多个村庄均有村民反映

“村里只有广场舞,没有其他文艺活动或者集体活动冶。
(三)农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积极性不足

除了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需不匹配外,乡村文化生活的相关实践还面临

一个突出问题,即农民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足。 调研数据显示,在村庄

存在相关公共文化活动的前提下,村民针对节日或民俗活动、公共文艺活动、群众性

体育活动以及其他集体活动的参与比例分别为 74郾 2% 、58郾 7% 、49郾 2% 和 59郾 1% 。
在调研中,村干部则多次抱怨村民缺乏参与积极性的问题:“现在村民很难聚到一

起,(村干部)叫干嘛(村民)都不愿意去,人们宁愿在家待着看电视,没大局意识,自
己的小世界更重要冶。

那么,为何农民对公共文化活动有较为强烈的现实需求,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却

不高呢? 通过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村干部的组织动

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参与积极性。 一方面,在人口分散的山区村庄和人

口数量较多的平原村庄中,村干部大多难以举办高质量的村庄公共文化活动;另一方

面,部分农民认为目前大多数活动过于形式化,表示“实事求是就可以,弄虚作假就

没必要搞冶。 其次,农民休闲时间匮乏是影响农民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一个重

要因素。 在商品化和市场化的侵袭下,迫于生活压力,很多农民选择兼业化生计模

式。 对他们而言,或由于长时间外出务工无法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或由于每日早

出晚归严重缺乏休闲时间,比如有村民表示“每天干活已经很累了,不想再去参加活

动冶“没时间参与,顾不上冶。 最后,电子产品普及背景下农民的原子化同样影响其参

与村庄文化活动的热情。 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在乡村的普及,村民关系的原子

化和圈子化现象进一步加剧。 有农民表示,“最近的五六年里,自从有微信以后,各
家关个门钻到各家里头。 以前我们村里可热闹了,没事的时候男女老少围到一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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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门、聊聊闲天,现在(这种现象)很少了冶。 可见,虽然网络技术的发展使跨越空间

距离的交流成为可能,但也直接导致农民之间的线下聚合越来越少,不利于村庄公共

文化活动的开展。
整体来看,在农民的认知中,由于乡村文化生活较为单一和匮乏,农民对公共文

化活动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其中不仅包含对活动本身的期待,更为重要的是与活动

相伴而来的联结与团结。 然而,在国家通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进

一步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相关实践却面临两大困境,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与农民现实需求存在不相匹配的问题,二是农民参与村庄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不

足,对乡村文化生活建设甚至乡风文明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

五、乡风文明建设的主体与角色分工

为了解农民对乡风文明依靠主体的认知,本研究设计了“您认为要实现乡风文

明主要靠谁?冶这一多选题,设置村民、乡贤与文艺能人、村干部、地方政府、企业老

板、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七个选项,同时设置开放题来了解农民选择的理由。 结果显

示,70郾 3%的农民认为乡风文明需要多元共建,仅仅依靠某一个主体是不行的,例如

“靠村民和村干部,光靠村民一团散沙,光靠干部一声不响冶。 具体来看,村民、村干

部、地方政府是实现乡风文明最核心的三大主体,农民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65郾 6% 、
54郾 6%和 32郾 9% (见图 1);乡贤与文艺能人、企业老板、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主体则在

乡风文明建设中起辅助作用。 总之,农民认为不同主体只有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

最终实现乡风文明。

图 1摇 农民视角下乡风文明建设主要靠谁

(一)“公冶“私冶分明的农民

农民普遍对其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角色具有双重认知。 一方面,农民从“私冶的
角度出发,认为乡风文明意味着自我文明素质的提升,从而站在个人道德层面将乡风

文明看作“小事冶及“私事冶,强调自我规范和家庭教育作为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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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具体来看,所谓“小事冶是指村容村貌、村民个人文化素养提升等内容与村干部

负责的其他事务相比属于“小事冶,例如有村民提到“村干部管大事,这些小事还是得

靠村民自己冶;所谓“私事冶是指文明素养的提高属于村民自己的事情,是“家庭琐

事冶,需要依靠村民的个人监督和责任意识提高,政府和村干部只能起推动作用,例
如有村民提到“就得依靠村民自己实现,依靠别人监督是不行的冶。 另一方面,农民

从“公冶的角度出发,认为乡风文明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进而强调村干部与地方

政府的关键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农民大多将自己看作乡风文明推进过程中

的客体,片面强调配合、协助村干部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从而陷入明显的被动地位,例
如有村民表示“村干部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就不干冶。

(二)发挥带头作用的村干部

村干部既是乡风文明建设中的规则制定者,也是乡村社会中的风气带头人,因
此,农民同样倾向于从“公冶 “私冶两个维度认知村干部在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 一方面,农民认为村干部具有很强的公权力,其关键作用是宣传动员及规则制

定,比如搭建村民和村干部的定期交流平台、公平公正处理村民之间的矛盾、制定村

规民约、承担监督及调解职责等;另一方面,农民认为作为村庄公众人物的村干部更

应严格遵守乡风文明的道德要求,成为村庄良好风气的带头人。 对农民来说,村干部

的行为规范是村民的行动标杆,只有村干部发挥榜样示范作用,才能引导和监督村民

文明待人、文明处事;倘若村干部的人品素质存在问题,不良风气便会迅速在整个村

庄进行扩散,乡风文明便不再具备实现基础。 很多农民表达了此类看法,例如“要我

们文明,最起码干部先带头,他们做得好,下面的人才做得好冶“一个村得有带头人做

示范、做榜样,一盘散沙不行冶“苍蝇只在脏的地方爬,好的带头人是关键冶。
(三)提供各类保障的地方政府

与村干部经常性地出现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同,地方政府的相关领导和工作

人员与农民的直接关联很少,在很多农民的认知中,“上级政府和村庄没有太大关

系,他们并不关心乡风文明的实施进展冶。 然而,与此同时,在农民的认知中,地方政

府代表着权力的更高层级,所以农民认为地方政府在乡风文明建设中是“定乾坤冶的
主要力量。 一方面,农民认为地方政府需要为村民提供资金支持并监督和规范资金

的使用,需要和村干部共同宣传、引导,弘扬正能量;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核心任务

是制定规范、严格监督和处理农村不规范现象,要通过抓典型的方式,避免出现偷盗、
村霸等恶性事件。

(四)扮演辅助角色的其他主体

除了农民、村干部和地方政府三个极其重要的主体外,农民还认为乡贤与文艺能

人、企业老板、社会组织和中央政府在乡风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乡贤与文

艺能人作为村庄内部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培育良好家风、组织文艺活动等形式发挥

模范带头作用;企业老板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通过修桥修路等形式为乡村创造

更为和谐的整体氛围;社会组织掌握更为先进的服务理念,可以为村庄开展公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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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多创新思维和行动引导;中央政府除了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做好推广宣传工

作以外,最重要的是维持总体稳定,因为农民认为国家总体发展形势也直接影响农民

的生活,“国家太平,生活就安稳冶。
综合来看,在农民的认知中,乡风文明建设是村民、村干部、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

协同参与的行动。 且村民和村干部作为村庄内部的行动者,他们的角色及作用同时

受到“公冶“私冶两个层面的认知影响。 值得强调的是,已有的多数研究往往从基层治

理的角度出发强调村干部的行为角色,对村干部在村庄道德建设层面的带头作用关

注不足。 本研究恰恰发现,农民认为村干部是否能够严格遵守乡风文明的道德要求

和实践规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村庄乡风文明建设的成效,这与部分农民倾向于从

干部群体的品格和作风层面理解乡风文明的内涵相吻合。

六、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从农民的感知、参与和评价考察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政策实践以及农民

对乡风文明的整体认知和角色分工,发现农民理解的乡风文明与政策话语中的乡风

文明存在偏差。 这种偏差导致乡风文明建设行动与农民期待目标之间的不匹配,进
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的实践困境。 由此,本研究从农民视角出发,提出将基于乡村文

化的社会建设作为实现乡风文明的路径选择。
(一)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与政策话语中的乡风文明存在偏差

农民与政策话语对乡风文明理解的偏差主要表现在核心要义、行动路径和对象

主体三个方面。 从核心要义来看,政策话语中乡风文明的目标是实现新时代农民群

体的现代化转换(米华,王永,2021),但在农民眼中,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念系统的

维系(朱启臻,2017)才是农民理解乡风文明的核心向度,良好的家风民风才是乡风

文明的根本表现。 农民对公共文化活动具有的强烈现实需求,不仅来自对活动本身

的期待,更为重要的是与活动相伴而来的联结与团结。 从行动路径来看,政策文本中

乡风文明的行动路径较为宽泛,仅从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三个维度进行了框定;相比来看,农民的理解更加具体,主要将

乡风文明理解为精神层面的“社会风气冶,认为物质基础提升是基础,文化组织和活

动的核心是要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干部群体的良好品格和作风起关键带头作用。 可

见,政策要求和农民期待并未完全精准匹配。 从对象主体来看,在政策话语和实践

中,提倡以文明积分、红黑榜等方式对农民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农民是乡风文明的

政策对象,而村干部、乡贤、地方政府是实施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责任主体。 但在农

民眼中,村干部、乡贤、地方政府都应该是乡风文明的政策对象,且干部群体的品格和

作风在乡风文明建设中起风向标作用。
(二)乡风文明建设行动与农民期待目标往往不匹配

农民与政策话语对乡风文明理解的偏差导致乡风文明建设行动往往与农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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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不匹配,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实践困境。 一是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行动

中,传统伦理道德凝聚着农民的价值认同,始终深刻影响着农民的社会交往和生活实

践,是农民乡村生活实践的精神内核。 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和农民对“移什么风、
易什么俗冶的标准存在分歧,移风易俗行动可能无意间也移除了凝聚农民、和谐乡村

的伦理道德纽带;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家风建设行动的形式化特征明显,使得弘扬优

秀家风的目标消解在形式之中,未能激活优秀家风本应起到的思想教化作用。 二是

在乡村传统文化建设中,政策话语中的农民是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虽农民深知

乡村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传承价值,但他们迫于资金、技术、资源的多重制约,并不

认为自己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责任主体,导致乡村传统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
三是在乡村文化生活建设中,农民期待通过丰富的乡村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乡村氛

围,实现社会联结与团结,但实际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却无法契合农民实际需要。 显

然,自上而下的乡风文明建设行动与农民期待目标的偏差势必会影响农民对乡风文

明建设行动的信心和期待,从而对乡风文明总体目标的实现造成不良影响。
(三)基于乡村文化的社会建设是实现乡风文明的路径选择

基于农民与政策话语对乡风文明理解的偏差以及现有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现实

遭遇,本研究认为,应该从农民对乡风文明的理解出发,充分重视传统乡村社会价值

观念系统维系对乡风文明建设的价值。 正如产业扶贫中所展现的家庭本位、伦理本

位的社会文化为国家和农民“对接冶提供的通道(周飞舟,2021)一样,在乡风文明中,
也要体现“家国一体冶的中国特色,充分认识和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重建乡村

文化与乡村社会的关联,赋予乡村文化再生产以内生动力(杜鹏,2021),将基于乡村

文化的社会建设作为实现乡风文明的路径选择。
在研究层面,一是要从理论构建的维度系统梳理、总结和归纳乡村文化的外在表

征和内在价值,形成对乡村文化价值的系统认知。 二是要从基层实践中剖析乡村文

化促进乡村社会建设的影响因子和运行机制。 一方面,要对“创冶 “建冶 “评冶 “比冶等
各类乡风文明建设行动的作用机制进行拓展分析;另一方面,要避免仅仅局限于以上

事件性的建设行动而忽视“社区陪伴冶“言传身教冶等日常微观行动和个体行为对社

会风气营造的作用。
在实践层面,首先要树立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知,明确乡村文化生活的核心是营

造良好社会氛围、重塑乡村关系、激活乡村的社会活力。 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关键是

要促进农民之间的连接,要充分关注农民需求和农民参与的可及性。 其次要充分重

视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乡土社会中不成文、约定俗成的民俗信仰与观念对农民有一

定的约束和规范作用,对构建独特的道德制约机制和稳定的村落秩序具有重要价值

(文忠祥,2011)。 尤其在移风易俗行动中要注意甄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采
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避免对农民私人领域过度限制,在不铺张浪费的前提下,应鼓励

和传承有助于营造良好乡风的乡村文化活动。 最后要利用微基金、微组织激发村党

支部、地方政府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正如乡绅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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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主导者角色,于如今的农民而言,乡村干部尤其是村干部成为乡风文明建设行

动的领头羊、风向标、当家人。 建议为地方配备乡风文明行动微基金,引进社会组织

等力量提高村干部的活动策划和组织能力,并鼓励村干部个人及家庭带头成为乡风

文明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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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in Rural China: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Farmers蒺 Voices

TANG Chengling摇 CHEN Nuo摇 HU Qin

Abstract摇 Rural vitalization thrives for farmers, who are the ultimate beneficiaries and participants. Fo鄄
cusing on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one of the fiv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rural vitaliz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olicy practice and the cognition and role assignment in farmers蒺 view on building rural ar鄄
eas with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based on the farmers蒺 perception, participation and assess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farmers蒺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deviates from that in the policy
discourse, especially in terms of its core essence, path and object. These deviations lead to a mismatch
between farmers蒺 expectat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rural areas with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further exacerbating the practical dilemma. This study advocates for taking farmers蒺 perspectives into rural
vitalization research, policy and actions, especially recognizing the significances of traditional rural val鄄
ues,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uilding rural areas with the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and the gov鄄
erning function of rural culture, t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based on rural culture as a path to real鄄
ize rural custom civilization.
Keywords摇 Farmers蒺 perspectives; Social etiquette and civility; Rural vit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socie鄄
ty; Ru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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